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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等多种研究

方法，以深圳市石厦村这一华南地区城中村为个案，对这一社区的传播生态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调研和分析，内容涉及了该社区公共场域所有的非商业性传播场所、商业性信息传播服务

点，以及建立在这些硬件基础之上的流动人口信息传播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论文试图以个

案分析的路径，真实地反映农民工群体在传统文化、地缘关系网络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交互

作用下，如何实践着独具中国特色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而为探讨本土化的信息社会理论提供

实证研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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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 Village in Chinese Information Society: 

A Case Study on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Ecology 

 

[Abstract] Adopted ethnographic and sociospatial mapping methods and taken the 

urban village in Southern China as a case , this paper try to illustrate what is 

information society in China’s context. The research conduct an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ecology in ShiXia village which located 

in the CBD of Shenzhen and inhabited by immigrant workers mostly from Chinese 

rural areas, including its non-business communication sites and media, business ICT 

shops and services, the practice and social networks of its ICT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on these sites. The paper try to vividly depicts what is going on among 

these information have-less who are practicing ICT activities interplayed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geo-based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modern media technologies and 

so as t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exploring the Chinese model of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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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中国信息社会、信息中下层(information have - less) 与社区传播生态 

当“信息社会”一词早已成为可以随意张贴的标签、即便是信息社会的理论著述也已汗 

牛充栋的今天，究竟什么是信息社会?又什么是中国的信息社会？仍是莫衷一是的概念。香

港学者邱林川在《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与反思》（邱林川，2008）一文中，介绍

了西方学者有关信息社会理论的五种流派；但落实到中国的语境脉络中，“中国信息社会”

一词却不是西方各种流派、学说能够解释清楚的；正如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曼纽·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强调信息化社会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多样性”。（曼

纽·卡斯特，2006） 

信息社会这一术语，当它用于概括工业化之后、信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发展形态时，以

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的根本变

化，也必然引发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连动性变迁。从这一基本层面看，中国信

息社会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面向与特征——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经历了一百

多年曲折而并不完善的工业化之后，于 20 世纪末急速驶上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

路；在这样一个多种社会发展形态同时并存、社会方方面面正经历急遽变迁的国度，加之历

史、文化和政策、制度的条件和变量，使得“中国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定上颇具挑

战性。 

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正被信息化所裹挟，其日常生活、就业升迁、社会关系、甚至爱

情梦想正在被信息传播技术（ICTs）所改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提到的邱文通过

1999 年以来的统计资料和大量的现象分析，得出：“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 90 年代精

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

并谨慎地提出了信息社会的“中国模式”。邱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国当前“制度环境缺乏稳定、

组织机构急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主体——那些在 SES

（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下阶层的群体，出于对最基本的、与生存密切相关的信息需求而普

遍使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产品的事实（邱林川，2008）。在多篇相关的论著中，邱林川等

学者使用了“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概念（Cartier et al.,2005;邱林川 2008; 

Qiu Jack L. 2009），其实，信息中下层即指社会分层的中下阶层，但前者更强调这一群体与

中低端 ICT 的紧密结合——他们是中低端 ICT 的使用者、服务者、制造者，甚至管理者（如

小网吧业主），他们与社会上层相比，收入较低且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有限，但“他们不是

无知的‘信息匮乏者’，而是主动采用信息科技、利用现有社会网络资源解决各自问题的实

践者。信息中下阶层的大规模存在已成为十年来中国方兴未艾的信息城市建设过程中最为亮

丽的新景观。”（邱林川，2008；P80） 

对于一个有着典型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构成来说，中下阶层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其信息

化过程及后果无疑是研究本土化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面对这一由农民（包括户籍身

份上仍是农民的民工）、产业工人、服务业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等构成的庞大群体，

真正属于中国的信息社会理论和实证材料尚付阙如，这是中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界面临的巨大

课题；不过，这一群体在 ICT 领域传播实践的丰富性，也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事

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城市空间结构的阶层性分化，信息中下层以社区的形式

已经建构了大量自成一体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由流动人口聚集的南中国地区的“城中

村”即是一例。这类草根社区是农民工和其它外来打工者聚集的新的社会空间，这里的大部

分居住者是一群有着多种身份、甚至身处多重社会形态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

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说，这

类草根社区为我们本土化的信息社会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社区”（community）一词内涵丰富，但其基本的含义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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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品，它与其它物质产品（如人类）的关系在于，人

类所从事的由历史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为空间提供了某种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Manuel 

Castells, 2000，P441）可见，社区作为人们共同生活、互动的社会空间，它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它由物质性的地理空间和硬件设施构建而成；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社

会关系的发生场域。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社区传播生态”就是考察生活在共同地域空间的

居民在特定的传播场所、设施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社会互动，并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美

国著名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在其针对美国洛杉矶社区传

播而开展的研究项目“转型”（“Metamorphosis”）中，使用了“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y)的分析框架，内容涵盖了社区居民所能接触到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新旧媒介、地方

种族媒体以及人际传播方式①。因此，社区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一个考察特定社群（或阶层）

各种传播行为和传播模式的具体场域，这个由物质性的场所、媒介和社会性的人类传播实践、

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勾勒出一幅幅人们日常生活 ICT 实践的现实图景，从

而为回应什么是“中国的信息社会”提供有力的注脚。 

 

2.  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地方建

构”(place-making)的过渡性产物。城市包围村庄、外籍农业人口大规模移民城市加上历史

遗留的原住民集体土地承包制是形成城中村现象的三大主要原因（李培林 ,2004；蓝宇

蕴,2005）。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城中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据

统计，仅深圳特区内就有 91 个②之多。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深圳市石厦村，曾经是一个

以捕鱼、养蚝为主业的小渔村，到 90 年代初经过股份制改造③，这个位于深圳市 CBD 中心

区、面积仅 0.23 平方公里④的小型社区，便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都市里的村庄”。 

石厦村别名“攸县村”，或“攸县的哥村”。与华南地区其它的城中村相似，这里的原

村民（约 600人）以出租住宅房屋为主业；3 万余
⑤
流动人口才是石厦村的居民主体。而“攸

县村”这个别名的由来，是因为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在石厦村占了很大的比

例。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一则报导，当时“居住在石厦的攸县司机大概有 3000 人左

右。加上他们的亲属，总共有近万攸县人生活在这里，占石厦总人口 3 万余人的 1/3。”⑥这

是一个流动人口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社区，在广东地区，这类城中村又名“同乡村”。  

作为移民飞地(enclave)的城中村，石厦在空间概貌上与其它的城中村也有类似的特征。

它与周围现代化的都市有着明确的边界，社区内的建筑主要由被称为“握手楼”或“接吻楼”

的高度密集的“水泥怪物”组成，这些楼房是在当地原住民的宅基地上发展起来的，通常

6-7 层楼高，毫无建筑规划或美感可言，狭窄的通道、幽暗的光线和杂乱的线路构成了一个

逼仄的生活空间，从而也引来外来“打工者”聚集在这些租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交通却

相对便利的城市一隅。据统计，石厦村的 3 万多外来人口居住在 453 栋共 12639 间的出租屋

                                                        
①

参见 http://www.metamorph.org/research_areas/communication_ecology_and_icts/ 
②

深圳特区内城中村数据来自深圳市规划局和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主编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

改造总体规划纲要·规划研究报告》。 
③

与其它城市的城中村不同，深圳的情况比较特殊。深圳经过 1992年和 2004年特区内外两次城市化过程，

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全部征转为国家所有，原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成为我国第一个没有农民和农村

建制的城市。石厦的股份制改造完成于 1992年 10月，标志着石厦村的建制从自然村转为城市社区。 

④数据来自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⑤

关于石厦村的外来人口数字，据 2005 的《南方都市报》报导为 3 万余人；《南方都市报》2009 年 11 月 24

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中提到石厦村目前暂住人口 34783 人，另有户籍人口 5600 人。后者

是指那些已经取得深圳市户籍的外来人口。 
⑥

参见《深圳同乡村调查之攸县村：的哥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南方都市报》，2005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metamorph.org/research_areas/communication_ecology_and_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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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①；但与此同时，原住民的宗姓祠堂和小型寺庙等古迹也构成了城中村的一景，尤其是前

者，在得到重新修缮后更显得风势不凡、古色古香。在居民构成上，同样形成了两个经纬分

明的阶层——以租赁房屋为主的原住民食利阶层和以打工谋生的流动人口。事实上，这两类

人绝大部分都脱胎于农业社会，只是在户籍身份上，原住民在 20 世纪末已经转为城市居民。 

我们之所以选择深圳石厦村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它不仅在地理位置（地处城市 CBD

中心）、人口构成（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且具有“同乡村”的特点）都具备典型的华南

地区城中村的特征，而且，它的传播生态构成极为丰富——这个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的社区，

不仅保留了华南地区村落文化的人际传播点（如宗姓祠堂、寺庙），而且，从村内三、五步

一个手机店或“公话超市”②，无孔不入的招贴信息，人手一部手机这些日常场景看，这个

草根社区也构成了当下中国信息社会的一个侧面。 

如前文对“社区传播生态”的理解，石厦村传播生态系统由两个层面构成——物质性

的传播“点”③
 (sites，即场所)和媒介设施（或产品），以及发生在这些“点”上的传播行为

和社会关系网络。我们提出的问题如下： 

（1）从社区的物理空间看，石厦村公共场域④的传播生态由哪些“点”（即场所）构成？这 

些“点”主要提供什么样的媒介设施（或产品）？它们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2）从社区传播行为看，石厦村与 ICT 相关的商业性信息服务有什么特色？在此，通过考

察社区传播生态中的两类行动者——信息服务提供者与信息消费者对 ICT 的利用，分析石

厦村流动人口的传播行为特征。 

（3）从社会关系看，石厦的流动人口在这些传播点和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什么样

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居住在石厦的攸县移民为例，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  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采用多种社会研究方法，除常规的田野调查方法，如参与式观察、访谈（包括个别

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之外，还采用了问卷调查和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

对石厦社区公共场域所有的传播“点”进行了普查、定位及地图绘制。 

由于地图法在国内传播学研究中较为罕见，特此加以说明。本课题组成员在多次实地考

察的基础上，将石厦村公共场域的所有传播点分为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和非商业性传播点两大

类。前者指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与ICT有关的销售或各种有偿服务的营业点；后者主要

指社区信息宣传、发布点和社区公共场域的人际传播点。 

在此基础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博士设计的一套专门用于调查社区信息传播点的

编码系统（包括分类、代码和编码表）对所有的点进行定位。该编码系统极为精细，以商业

性信息服务点为例，它包括所有与信息服务相关的固定店铺及流动摊贩，类型分为电话、计

                                                        
①

 资料来自《南方都市报》2009 年 11 月 24 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 
②

 “公话超市”有些又名“长话吧”是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专门为流动人口提供电话服务——包括市

话和长途电话服务的私营店铺。 
③

 之所以用“点”(sites)而不用其它的词，是因为在对社区传播生态的实证调查中发现，“点”不仅能强调

本文采用地图法得到的社区传播生态中的各个信息传播场所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点”上所

从事的传播活动或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很难用其它的方法进行量化，以长途电话服务为例，石厦村有 IC

电话亭、有小卖部的公用电话（通常是一台），也有提供多个包厢服务的 IP 长途电话专业店，即“公话

超市”。 
④

 尽管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入户调查，而且社区传播生态应该包括社区内居住者私人空间的传播媒介与传播

行为，但由于私人领域尚缺乏大型入户问卷调查这样的实证材料，因而本文所指的社区传播生态只包括

社区公共场域的范畴。社区公共场域是相对于私人生活空间而言的，但由于城中村有大量家庭式信息服

务经营点，如家庭网吧，它们与业主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指的社区公共场域特

指社区中所有对外开放的、主要用于信息传播活动的场域。但这一界定仍得十分小心，因为“对外开放”

有的仅仅对社区居民开放，并不欢迎社区外居民（如家庭网吧）；有时只对原住民开放，如宗祠或其它

的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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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和其它（如邮局、报刊亭、书店、照相馆、打字复印、广告制作、传真扫描、名片制作

等）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再在每一类上进行细分，如电话类又细分为手机、公话超市、普

通公用电话三类；接着再以服务项目细分并最终设定代码，如手机分为出售新手机(Hn)、出

售旧手机(Hu)、收卖旧手机/零件(Hp)、手机维修（Hr）、出售手机号码(Ns)、出售预付卡

（P）„„。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按照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石厦村地图，对每个

传播点进行踩点、拍照并编码，制作成包括编号、店名（或标志）、地址、主营业代码、付

营业代码的编码表，以便于对传播点进行数据统计并作为问卷调查的抽样框；最后在编码表

的基础上用CoreDraw软件绘制出标有传播点的地图。地图主要用于发现石厦村传播生态分

布的空间结构特征。 

本研究的执行时间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12月开始社区访谈，并于2008年2月对石厦村

的所有传播点进行了第一次定点普查，制成完整的编码表并绘制出标有石厦村全部传播点的

地图；2008年3月对所有传播点进行第二次定点核查（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春节，以便于统计

商业性信息服务点的变更情况），并对信息业店铺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6

份。参与式观察、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进行时间贯穿整个2008年。 

 

二、研究发现 

1.  石厦村社区传播点的基本结构与空间分布 

根据 2008年 2 月我们对石厦村传播生态的调研，整个社区公共场域的传播点共计 292 

个，其中商业性信息服务点 199 个（固定点为 195 个，流动点 4 个）；非商业信息传播点共

93 个，包括信息宣传栏 16 个，居民聚集点（即人际传播点）77 个。如地图 1 所示。 

 

ש 1ş ԝӝЛᴄᶳв  

 

石厦有东、西村之分。从地图上看，有几处颇为醒目：石厦村两个大姓
①
——潘姓和赵

姓的祠堂占地面积大，且分别居于西村（旧村地址）中轴线的正南、正北位；古寺杨侯宫则

地处东部入村的咽喉部，这些原住民的专属领地在地理空间上便昭示着其地位的显要。大榕

树广场、老年人活动中心和篮球场位于石厦村的中心区，是整个社区最具活力的所在。除此

之外，石厦村的传播点分布较为均衡，只有村落接近城市的边缘，尤其是东、北部与城市的

                                                        
①

 石厦村原住民共有八个姓氏的族群组成，其中赵姓和潘姓所占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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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处传播点相对稀疏，村内的传播点如同一张网络，各个节点密密麻麻地集中在一起。由

此可见，村内传播生态的活力比城村交界处要强。 

石厦村的非商业传播系统较为完整，这里既有原住民的历史古迹，也有现代社区管理的

基础设施和乡俗坊间的休闲娱乐（见表 1）。潘、赵两个祠堂和为纪念杨六郎而设的杨侯宫，

既作为空间形态的历史古迹而存在，体现出华南地区传统乡村宗姓制度和民间信仰的文化气

脉，又是村内外
①
石厦原住民祭祖聚会的场地，它有严格的社群边界，并不对外人开放。村

里的古寺庙杨侯宫是个天井式建筑，面积不大但木雕、壁画均为古物原件，这里供奉着杨六

郎、妈祖和财神三个神位，一年到头接待慕名而来的八方香客，是社区对外界最为开放的场

所。 

 

表 1：石厦村非商业性传播点汇总 （数据单位：个） 

 
历史遗产（3） 
 

杨侯宫  

潘家祠堂 

赵家祠堂 

 
社区建设（20） 
 
 

信息栏/ 宣传栏  （16） 

社区图书馆   

石厦篮球场   

老人活动中心  

大榕树广场 

村民休闲（70） 麻将/ 棋牌     （70） 

 

除了传统的、仪式性的聚集点外，石厦的人际传播点有着浓烈的世俗气息，如遍布全村

的 70 个麻将/ 棋牌点是流动人口日常聊天、休闲的据点，它们有些设在露天，有些则在一楼

敞开大门的民居。除了麻将，经常可见攸县人在玩一种细长的纸牌——俗称“字牌”。牌桌

既是同乡好友聚首的地方，也是传播家长里短、小道消息的集散地
②
。每晚人头攒动的篮球

场和日常休闲的大榕树广场是石厦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村内各个交通要道设有社区信息栏

16 个，它们是石厦社区管理的一部分，宣传性信息（如法制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党建宣

传等）、商业信息（租赁、招聘等信息）和石厦村的“村规民约”代表着政府、商业、村庄

三个系统的同时“在场”，显示出城中村特有的现代与乡土的并存。事实上，石厦村的非商

业性传播点不乏“现代”元素，近年来，信息传播媒介和技术已经引入社区管理的公共空间，

如由政府出资建设的非赢利性社区图书馆，现有藏书 9369册，报纸 20种，期刊 100种，视

听光盘 120件，另有可用于上网的计算机 4 台，其中管理人员使用的一台计算机与市图书馆

系统联网，2007年起已全面实行网上借阅
③
；2008年社区最大的变化是大榕树广场的东北角

安装了一台超大屏幕的彩电，每当华灯初上便引来社区居住者在大榕树下驻足观看，政府的

声音以新闻联播定时播出的形式辐射到了社区这一最休闲的角落。 

石厦村的非商业性传播点汇集了地方宗姓文化的传承、政府宣传对社区的渗透和居住者

仍未脱胎于乡村传统的地缘习俗，内中交织着历史与现实、仪式与日常、认同与区隔、秩序

与闲散，其所流露的浓重的传统性、世俗性，甚至乡土气息，构成了这个草根社区传播生态

的基调与底色。 

然而，作为“都市里的村庄”，市场经济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其触角和脉动早已辐射

到了这个传统村庄的各个角落。在石厦村这个面积只有 0.23 平方公里的社区，却有着 630

                                                        
①

 《南方都市报》2009年 11月 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中提到“石厦在海外的村民有 3000

多人，足足是在老家人数的 6 倍多”。 
②

 参见田阡《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2007,未刊。 
③ 

据 2008 年 2 月的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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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商铺①。据我们 2008 年 2 月的调查统计，与信息服务业有关的就有 195 家，占所有商家的

31.0%，另有流动摊贩 4 个，可见村内居住者对 ICT 需求之旺盛。我们将石厦村的主要信息

服务种类及服务点进行了统计，见表 2。 

表 2：石厦村商业性信息服务点汇总＊（数据单位：个） 

 
 
 

固定店铺 
（195） 

 

电话类 

公话超市   （37 ）                 

手机店（包括新、旧手机）  （19） 

IC 公用电话亭/ 座机式公用电话   （23） 

出售手机号码卡或预付卡   （80） 

 

计算机类 

网吧（包括正规网吧和黑网吧）  （30）         

专营计算机店  11 

兼营计算机店  7 

 

其它类 

邮局   （1） 

打字/ 复印/ 传真/ 扫描/ 印刷/ 喷绘/ 名片制作  （27） 

照相馆   （15） 

书店（包括旧书租售）/ 报刊亭  （9） 

二手电器（电视/VCD/DVD）回收/ 出售/ 维修  （31） 

流动商贩 
（4） 

流动充值卡售点  （3） 

MP3、MP4下载服务等  （1） 

＊说明：由于石厦村提供信息服务的固定店铺几乎都采用多种经营，因此，表 2 商业性信息服务点中

“固定店铺”最右栏的资料统计有重合之处，如“出售手机号码卡与预付卡”共 80 个点，包括了所

有兼营这些业务的公话超市、手机店，以及形形色色经营有这些业务的小商铺、报刊亭等等；同样打

字/ 复印/ 传真/ 扫描/ 印刷/ 喷绘/ 名片制作一栏的统计也包括了所有提供这一服务的照相馆。因此，最

右栏的数字相加要大于左栏“固定店铺”的统计数字。 

 
在表 2 的基础上，我们将石厦村与电子通信业务相关的 ICT服务项目——电话、计算机

（专指计算机硬件服务）和网吧单独列出
②
，结果发现：电话类（包括手机、公话和电话卡

销售业务）所占比例最高，共 84 家，占 195 个商业性信息服务点的 43. 1%；网吧共 30 家，
占 15.4%；计算机硬件业务店铺共 16家

③
，占 8. 2%。这三类电子通讯业务在总的商业性服务

点中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66. 7%）。 

图4：石厦村主要ICT服务点所占比例

电话
84

43.1%

电脑
16

8.2%

网吧
30

15.4%

其它
65

33.3%电话

电脑

网吧

其它

 
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在空间上由外到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社会学家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认为，像城中村这样的都市里的村庄，其村落的

社会形态与它毗邻的城市社会形态存在着多种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

边界和经济边界等。对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来说，这五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些

边界划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但随着村落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

                                                        
①

 据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统计。 
②

那些涉及多种经营业务的点以主业务进行统计。 
③

石厦村涉及计算机硬件服务的店铺共 18 家，包括专营店 11 家，兼营店 7 家，但由于兼营的 7 家中包括了

一家手机店和一家公话超市，所以，在图 4 的统计中，将这两家店铺归入了“电话类”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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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的边界发生了分化，这五种边界也变得不再重合，而且它有一种从边缘到核心、由经济

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参见李培林，2004,P39- 40）。我们的调查发现，石厦

村虽自成一体且在地理空间上与城市有明确的分界，但由于其四周与城市接壤，所以在村与

城的边缘，其经济触角也会冲破村落的限制，通过市场的网络与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连接起

来。石厦村那些开设在村与城交界处的店铺构成了整个社区商业信息服务点的第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在地理位置上与城市连为一体，可以视为村与城的过渡地带，这里虽然没有像广州

石牌村有着“数码广场”、“电脑城”，但这些店铺无论门面装潢、还是服务项目与城市的并

无二致，它们主要经营招牌广告制作、数码照相和电器安装维修
①
。据我们的统计，石厦村

只有 28%的店铺有正式店名，而边缘地带的商店不仅都有店名，且颇有人文或现代气息，如

“将帅图文工作室”（1012）、“蕴成广告”（3053）、“KODAK苑芳数码摄影”（3038）、“万达

电器安装维修”（3040）等，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石厦周边的城市商品房的居民。 

但边缘向城市的辐射与重合，并不妨碍石厦村的信息服务业在整体上具有内部的独立

性，甚至封闭性。随着由村、城边界到城中村内部纵深的空间延展，就不难发现，村内的信

息服务业有着强烈的内生性特征。石厦的第二个信息服务商业空间主要分布于村内主干道的

两边，这是整个石厦村商铺（包括信息服务业）最密集的所在。从外观上看，这些邻次接毗

的小商铺令人有一种仿佛进入经济尚不发达的乡镇街道之感，这些店铺的面积都不大（20- 30

平米），内部空间较为拥挤，大部分没有正式店名，只有招牌，上面直书“公话超市”或“中

国移动”„„由于店面、店内各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都张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纸，因而略显

凌乱和花捎。 

 

ש 2ş ԝ ᾙᴋἀṷὅҀ ᶳв  

 

从空间排列上看，村内街道两边的电话类服务点——手机店（19 家）和公话超市（37

家）占主要比例（如地图 2 所示），它们主要分布在石厦村的腹地主干道的两旁，这一较为

明晰的空间布局反映了电话类信息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村里的普通住户——即外来租客。公话

超市是一种城中村特有的、专为流动人口服务的 IP 电话服务。通常公话超市都由铝合金和

玻璃分隔成一个个不足一平米见方的小包厢，考究点的会在包厢顶部安装一个排气扇，形成

一个私密的空间。这类公话超市大部分由计算机计时收费。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公话超市

乍一看是出售烟酒食品的小卖部或出租出售旧书、光碟的小书店。在外表和功能上，“混搭”

是石厦村商铺的一大特色，ICT 产品俨然成了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很自然地与

                                                        
①

本文只包括统计涉及电视机、VCD、DVD这类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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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盐酱醋、报刊书籍、五金杂货混杂在一起，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令人心动的彩色招牌，

上面由“IP 电话”、“冰冻糖水”、“奶茶”三个元素混搭而成。 

当然，“混搭”也体现在这个信息服务空间所经营的媒介产品上。通常一家小小的手机

店，其经营范围就涉及低价位的新手机出售（以山寨机
①
为主打品牌）、二手手机/ 零件回收、

二手手机出售、手机维修、手机附件及配件出售，当然也少不了一系列电话卡和网卡——包

括预付卡、充值卡、IP 卡、IC 卡销售、Q币、游戏卡——的出售及提供一台座机式公用电

话。虽然村民们很少有“山寨机”的概念，但从柜台一看，就能发现 400-700 元一台的深圳

当地产手机是主要货源。一个名为“创源通讯”的店铺（2035），招牌上写着“手机配件”、

“手机和计算机维修”；进得店内，墙上又贴着一张经营项目栏，内容涉及手机、计算机、

长话超市共 10 个服务项目, 几乎把石厦村的主要 ICT 经营项目全包罗了。公话超市也同样兼

营各种电话卡（包括手机卡、IP 卡、IC 卡等），而且大部分有 2- 3 台计算机可供上网，每小

时收费 2 元，是一种变相的黑网吧。以编号为 2003的店铺为例，招牌上不仅大大地写着“公

话超市”四个字，还有诸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直销点”的字样以及“动感地

带”等图示，门外张贴的广告纸在“出售”一栏，竟写有十几种电话卡名称，仅手机预付卡

一项，就有动感地带、神州行、全球通、大众卡、UP新势力、特区行、如意通，可谓应有

尽有。村内形形色色的店铺都兼营电话卡业务，如杂货店、小超市、五金店、电器回收店等，

甚至一家洗衣店也在柜台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小橱柜，出售各类电话卡。一家兼营电话

卡销售的电器回收店（3031），其广告纸上写有的 IP 电话卡种类颇具特色，除了长城卡、衡

阳卡、网通卡外，居然还有一种“部队军线专用长途电话卡”。石厦村所有经销电话卡（包

括手机、IP 电话、IC 电话等）的服务点总计达 80 个之多，而且其产品之丰富大有“不怕你

买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架势。 

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是城中村最富个性特色的所在，它“潜伏”在社区的深处，

完全进入了出租屋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些信息服务点绝大部分在一楼的民居，也有个别（如

家庭网吧
②
）设在其它楼层。这类信息服务点通常由租客将客厅留作商业用途，陈设相当简

陋，几乎所有的服务设施都是二手产品，而且大部分由住户的家庭成员管理。这些信息服务

点或生意比较清淡（如招工咨询服务）、或属于“地下经济”（指无营业执照），出于多种风

险的考虑而选择这种最节省经济和人力成本的运营方式。由于这类服务点地理位置较为隐

蔽，外人如果不进入曲径通幽、狭窄昏暗的住户楼道（间距往往不足两米），根本就发现不

了；其中的家庭网吧大部分更是大门紧闭，偶尔有小小的 A4纸上写“网吧”两字，方可识

别。有一家家庭网吧甚至设在住户客厅自己隔出来的楼层上，局促、低矮的空间挤着 4 台上

机电脑。石厦村共有 30家网吧，只有杨侯宫左下角的“喜鹊网吧”营业证件基本齐全，其

余都是无证无照的所谓“黑网吧”，其中家庭式网吧就占了 27 家
③
。从地图 3 石厦村网吧的

                                                        
①

 以本文作者对深圳著名的电子市场华强北的观察，山寨机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采用联发科等公司的集成

式手机芯片，其他附件由国内（主要是深圳）生产的、有自己的品牌或干脆无牌无名的手机；一种是采

用了上述同样的技术，但外壳仿冒知名品牌（主要是诺基亚、索爱、摩托罗拉）的手机；还有一种是则

完全由品牌手机的二手零部件拼装而成的、经过翻新的手机。目前深圳市场上主要流行的山寨机为上述

第一、第二种手机。 
②

 本文提到的黑网吧，是指那些没有正规经营许可证或证件不全的网吧，在石厦村这样的华南城中村，这

类网吧由于大多开设在出租屋内，所以又称家庭式网吧。 
③

目前国内开设正规网吧需要营业执照、税务证、消防证和文化许可证。本文作者到实地考察并询问了喜鹊

网吧的管理人员，得到的信息是该网吧证照齐全，但据石厦村其他网吧管理人员反映，喜鹊网吧并无消

防证。我们在石厦村共发现网吧 30 家，除了公开营业的喜鹊网吧外，另有两家大型网吧——优先网吧

和石厦网吧，前者在调查期间一直处于停止营业状态，后经调查发现，该网吧正在搬迁中；另一家大型

网吧石厦网吧有计算机上百台，虽然证件不全，但因为是由石厦股份公司有关人员合股经营，所以也处

于公开营业状态。除了以上三家网吧外，其它的都是设在出租屋内的小型网吧，顾称“家庭式网吧”。

事实上，由于家庭网吧的隐蔽性，石厦村这类黑网吧的真实数量是个谜。只能说在 2008 年 2 月在我们

的实地调查期间，共发现网吧 2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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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图中不难看出，有相当一部分网吧的地理位置已经离开村内的主干道，进入了居住区。

事实上，这些隐蔽的家庭网吧是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的主角。 

 

ש 3ş ԝ ͺᶳв  

 

在这个绝大多数由流动人口组成的临时居所，其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

中。社会学家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提到城中村“管理控制上的宽松和

经营税费较低，特别有利于小本经营和初始创业者的生存”（李培林，2004，P130）。但小

本经营面临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可能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为了考察石厦村 ICT 服

务业环境的流变过程，我们特别于 2008年 2 月和 3 月对石厦村的信息传播点进行了二次普

查，这中间隔了一个春节，正好是人口流动、商家转业的高峰期。调查发现，石厦村的商业

性服务网点在春节前后确实有较大的变动。其中，共有 11家店铺倒闭，以家庭网吧居多，

共有 6 家；其次是电器维修以及旧电器买卖共 4 家，而电话类倒闭的只有 1 家；与此同时，

村里也有新增加的店铺，其中电话类居多，共增加了 6 家，家庭网吧新增 1 家，其它类（印

刷和信息发布）的 3 家。总的看来，倒闭与变更的空间布局是有差别的：倒闭的店铺多位于

第一和第三信息服务空间，前者由于投入成本较高，因而增加了经营的风险，而后者往往是

“严打”的牺牲品；第二个信息服务空间一般以更换经营者或者转换业务为主，业主因流动

而发生变更是其主要原因。在春节前后的倒闭、新增与变更中，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和

传播环境实现了呑吐与更新，这恐怕也是城中村经济的一大特色。 

2.  ICT 实践的草根性与独创性 

石厦村内部的 ICT 服务对象是那些尽量减少生活成本、以打工挣钱为目的的流动人口，

在这样一个传播生态中，人们的 ICT 实践是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和微薄的利润空间中滋生出

来的带有强烈草根色彩的行为模式。我们在前面的硬件（媒介产品）介绍中，已经涉及了石

厦村内部的信息服务点以提供二手产品、廉价的“山寨机”或以“地下经济”为主。但石厦

村 ICT 服务的草根性不仅仅表现在产品的中低档次上，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其经营活动的极

度灵活性——无论利润多么的微薄，只要“有利可图”，便能在这个草根社区遍地开花，而

且，这种廉价的服务有时还包含着底层群体的智慧和创造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石厦村 ICT 信息服务种类多达 46 项。这其中，有大量的销售、服务

方式是城中村特有的，最出名的就是为流动人口提供的 IP 电话服务和家庭网吧。石厦有将

近 98%的外来人口，他们将这里视为临时家园，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安装固定电话，而且大

部分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他们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与家乡的联系尤为密切，因而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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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P 长途电话服务是他们与外地亲人好友联系的理性选择
①
。在我们 2008年的调查中，公

话超市多达 37 家，每分钟收取的电话费为 1 角 5 分（长途和市话同一价格），晚上往往顾客

盈门，有时甚至得排队等候。从我们的访谈得知，那些有着 10 来台电话的公话超市一天接

待的顾客少则百把人，多达 300－400人，但大部分顾客的通话时间为 2－3 分钟，每月利润

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家庭网吧也是城中村的一个“土特产”，但像石厦村这样一个小型

城中村的出租屋内竟然隐藏着 27 家家庭网吧，不失为一个惊人的发现。这类家庭式网吧的

顾客以娱乐消遣为主——打电游、QQ聊天和看影视作品是三种最常见的网络行为。这里上

网的费用为每小时 2 元，比起步价 3 元的正规网吧便宜。虽然家庭网吧门窗紧闭导致空气污

浊、机器设备陈旧影响网速，但它们却在“风声鹤唳”的严打之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可见石厦村外来人口对互联网的需求十分旺盛。这些在底层社会关系网庇护之下的家庭网吧

充满了职业风险和安全隐患（丁未，2009），但它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access 

to ）互联网的机会。石厦村家庭式网吧的顾客大多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像出租车司机一

样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高中以下（也有少部分是高中）的民工群体，对这些底层群体来

说，家庭网吧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进入网络世界的地方，而且还有着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

力——家庭网吧设在居民楼中，离家近，吃饭方便；上网费低，且可以赊账，有些网吧连押

金都可以随便给，结帐时，如果不到整个钟点，还可以少收一元钱；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

意，网友之间及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这种灵活性、方便性，给村里的

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有人说小网吧“是‘穷人’的乐园，是没有能力买计算机的年轻人的

游乐场”
②
，此言不假。 

石厦村ICT业的另一种特殊服务是分包、分售服务。在我们调查期间，村里的不少居民

建筑外墙上都贴有中国电信的ADSL服务广告，最便宜的每月80元（包月）。但就在这些电

信公司的广告边上，有一些用A4纸打印出来的小广告，上面写有“宽带每月40元”的字样。

经访谈发现，石厦村这几年流行中国电信的宽带分租服务，即有人将租用的中国电信宽带分

成几个线路（通常4-6条）分租给附近楼层的租客（每条每月50-40元）以赚取差价。地处石

厦村西部的一栋出租屋里住的全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其中一个楼道里就有3家“共享”一条

宽带线路，其中一位文姓司机为我们出示了一张红色的收据，上写“每月宽带出租费40元整”，

据他反映：即便是晚上三家同时上网，“网速还过得去，反正不影响看新闻、上QQ，看电影

也马马虎虎，偶尔会卡”。“分包”服务在石厦村也十分普遍。有些专业手机店又将一部分店

面分包给计算机维修的专业人员或临时性的电脑下载服务（见下文），以多种经营的方式将

小小店铺的功能利用到最大化。事实上石厦村之所以有那么多店铺都经营电话卡的销售，一

方面固然反映了需求的旺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购买力十分有限的草根社区，只有采

用多种经营手段和项目才能生存。 

石厦村ICT的特种服务中，电脑业占据多数。在我们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只有少数出租

车司机的家庭拥有电脑③，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近一、两年才购置的。村里有一家“迅捷计算

机”（3036），是为数不多的提供新电脑销售服务的专业店。他们每个月为石厦村住户配制新

电脑的数量在20－30台左右，通常顾客要求的主机是2000元左右的中低档产品；“迅捷”在

提供新机售后服务的同时，也上门回收旧电脑或零配件。其实，村里的计算机安装维修业务

大多只涉及二手产品或零部件，但业务开展得灵活、周到，几乎都提供上门服务（收取上门

                                                        
①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因为收入较高，所以大部分也会用手机打长途电话，但他们

的妻子虽然也有手机，但普遍去村里的公话超市与家人联系。在石厦，由于绝大部分的攸县家庭采用夫

妻到深圳打工、子女留守的模式，所以，他们与家人的联系极为频繁。 
②

 参见一个深圳黑网吧老板的自白，http://bbs.oeeee.com/bin/content.asp?aid=45,,6510909,1 
③

 在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属于流动人口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在我们的走访中发现，大部分家庭没有购

置电脑；在我们上门考察的拥有电脑和上网设备的 5 个家庭中，只有一家购买了联想新电脑，其它家庭

都是配制的二手电脑。 

http://bbs.oeeee.com/bin/content.asp?aid=45,,6510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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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30－80元不等）。这些服务包括：二手计算机组装“方案”（即配制）、杀毒、安装软

件、数据恢复、系统维护等等，其主要服务对象无疑是村里的新网民。为了满足那些家庭没

有计算机的客户，石厦村有一些刻录（转录）VCD、DVD的服务；一家叫“星月”（2080）

的电脑店在广告纸上写着可代为顾客“收发电子邮件”；也有一些服务点（如报刊亭），不仅

出售Q币，甚至也卖QQ号。QQ号几乎成了有条件上网的石厦村网民的必备用品，在我们的

调查中发现，一些出租车司机把QQ语音聊天作为一种免费的长途电话使用，以便于在非紧

急情况下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保持一种情感联络（参见丁未、田阡，2009）。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手机用户的需要，村里在2008年流行一种新业务：为手机用户下

载mp3、mp4和彩铃。这项服务收费极为低廉，3首mp3歌曲下载只需1元钱，视频则按时间

长度收费，价格也只有几元钱。利润的微不足道使得一些店铺仅仅将这项服务视为“衍生性”

服务项目，换言之，如果店内本来就有计算机和上网设备，就顺便提供这项服务，作为额外

的收入来源；有些则干脆把这项业务“分包”给他人，如“创源通讯”（2035）的店门右侧

就整天坐着一位守着一台电脑的小伙子，电脑侧面贴着一张红条子，上面写有“下载mp3、

短片”的字样，从墙上的另一张纸条判断，他还兼做手机包膜和液晶贴膜这类利润同样微薄

的小生意。通常，这类“分包”业务，是由店主提供给同乡亲戚以“帮衬”他们的生活，或

提供给外人每月收取少量的租金。2008年，我们在石厦村调研期间，每当夜幕降临，在村东

喜鹊网吧斜对面的一个靠墙的角落，都会出现一个临时摊贩，一位小伙子用他的手提电脑为

路人提供这类音频、视频下载和包膜服务，像其他深圳街头夜间摆摊的“走鬼”
①
一样，一

盏令人感觉森然的小夜灯照着他那张年轻而落寞的脸，成了石厦村夜色中的一景。他告诉作

者，他的电脑里存有上千首歌曲，而且并不避讳mp4提供的只有“成人片”。石厦村的所有mp4

下载其实就是成人小电影下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石厦村 ICT服务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无处不在的“二手”产品再利用，包括最原始的“以

物换物”的交易方式。“二手”是石厦村 ICT 服务的主打产品。在整个社区，回收旧电器的

店铺三、五步就有一家（共计 31 家），里面堆满了二手的电视机、DVD等产品；在我们统计

的 19 家手机专卖店中，所有店铺都专营或兼营二手手机（或零配件），不少手机店在广告纸

上都大张旗鼓地强调“高价回收二手手机”、“专业维修各种手机”或“以旧机换新机”，我

们访谈的几家手机店都表示，如果顾客需要名牌新手机，就得预订，由店主去华强北拿货。

石厦村有 4 家专业书店，但都经营旧书或旧光盘，旧书以网络游戏、励志类为主，另有一些

武打、情感类图书，这些书籍不仅用于出租，也可“以书换书”，具体视经营者与顾客各自

的需求而定。在石厦，大量的二手货经过整饬、修理、组装后随行就市，开始新一轮的销售

流通，妥贴地满足了临时家园和创业时期过渡生活的多种需求。 

但“临时”和“过渡”也会影响这些小本生意的稳定性。例如，下载服务并没有维持多

久，到 2009年，村里这项业务已难以为继，连那位在夜色中摆摊的小伙子也再没有露面。

由于大部分手机有蓝牙功能，mp3、mp4文件可以在用户之间随意发送，因此，即便是价格

如此低廉的服务，也很少有人再愿意付费。家庭式网吧作为地下经济，虽然能满足那些工作、

家庭环境尚没有上网条件的城中村网民，但政策的管制加上城中村消防条件的限制
②
，使得

石厦村的家庭网吧一直处在极不稳定的营业状态，在“严打”之下，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停业

时有出现，那些经营者也坦言家庭网吧是一种临时性的选择。年仅 20 出头的网吧业主小李，

在石厦村摆过烧烤摊、卖过甘蔗、进过工厂、开过麻将馆，但最终选择经营网吧，理由是开

网吧投入少、收益高。但他曾两次被查，罚款加机器设备没收损失超过 4 万，在风险与回报

的内心交战之下，他于 2008年初开起了第三个网吧；但令他迷茫的是，不知道这个网吧又

                                                        
①

 广东人称街边的临时摊贩为“走鬼”，以形容那些小商贩的临时性，尤其当城管出动时，那些小商贩如惊

弓之鸟般逃跑的形象。 
②

 关于政府对营业性网吧的政策控制，请参见丁未，2009；Jack L.Q., Zhou 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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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维持多久。如果说正规的市场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那么，石厦村的地下经济，在考虑

供、求之外，必须计算“黑市”的风险和比正规经济更薄的赢利空间，才能得到暂时的生存。 

3.  石厦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特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流动人口（主要是流动民工）在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更是一

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表面上看，新的社会空间带来了新的人生、职业体验，

但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所结成的关系网络，实质上还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

乡土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农

民进城以后，是“按照相互间信任和亲密的程度即关系强度来构造自己的关系网络”，它主

要选择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和同质群体，在陌生城市建立起乡土社会传统的

信任关系（李培林 1996；李汉林，2003）；而且即便是那些以业缘关系（指从事同一种行业

或产业）为纽带的城市流动人口，他们的人际互动也同样纠缠着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网络”，

因为这些群体不仅习惯于按亲缘、地缘关系在城市聚集而居（往往是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

而且在职业信息的获取、参与经营的方式、日常经济行为，甚至在社区的自我管理方面，仍

倚重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寻求内群体的信息、情感和行为的支持。这在项飙、

王春光笔下的“浙江村”和刘林平的“平江村”都得到了印证。（项飙，2000；王春光，1995；

刘林平，2002） 

ICT 在流动人口社区的广泛使用，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新视

角。卡斯特在他著名的“信息时代三步曲”中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网络

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网络组成”（卡斯特，2009，P3），这

一概念将信息社会的理论从技术层面转向了社会结构层面，从而能更清晰地认识技术对社会

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但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网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实践形式，而

且它并不由纯粹的技术因素所决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同样建构了现代的网络社会。

（参见卡斯特，2006、2007）可见，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为古老的人际网络提供了新的结构方

式和可能，但这种结构模式仍然受非技术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制约。 

邱林川认为，中国信息社会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那些信息中下层（包括流动人口）“透

过中低端媒体来维持、拓展、巩固跨域社会网路（translocal social networks）”（邱林川，2008）

事实上，正如他和卡迪亚(Carolyn Cartier)、卡斯特所指出的，中国信息中下层对中低端 ICT

的使用促成了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在身体和社会两方面的流动性(mobility)，并形成了跨地

域的社会网络（Cartier et al.,2005）。本文作者与人类学者田阡共同合作的《流动空间：新媒

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一文，就以深圳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车载电话、手

机与互联网使用为视点，考察了这一特定身份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现新媒介技术大量运

用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日常工作、生活及跨地域的联系（主要与家乡亲朋好友之间）之中；

而且，与流动前相比，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新的关系网络仍然建立在高

度同质化的、强关系的基础上，所谓的“新”其实是由旧的关系模式和文化习性建构而成，

其人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仍然脱胎于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城市新的业缘关系和新的社

区生活只是一种表相，其内在的纹理仍由传统社会关系网编织而成。（丁未 田阡，2009） 

传统血缘、地缘性网络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社会边界，这在石厦村的传播生态中有着清晰

的体现。前文已经提到，社区的原住民与大部分外来人口从其出身而言，其实都是“农民”，

前者只是在上世纪末在深圳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但他们身上都有浓

厚的乡土社会习性，包括乡土社会对血缘、地缘的高度认同而产生的宗姓文化及制度。本文

作者参加过 2008年元宵节在潘祠举行的“大盆菜”活动，见证了在这一古老的公共空间，

原住民（包括专程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海外人士）举行颇为隆重的祭祖仪式，并以会餐的形式

进行同宗同姓之间的礼节性交往。祠堂是认祖归宗的所在，因而并不对外人开放。事实上，

许多在石厦村寄居了 10 来年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对社区原住民的祠堂和寺庙也从不关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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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询问过不少住在杨侯宫附近的司机，他们都表示从来没有进过寺庙，有些连社区里有这

么一个香火颇旺的名胜古迹都没听说过。从民间信仰来说，原住民和攸县人家家都供奉观音，

但攸县司机们却把杨侯宫内的观音称为“他们的观音”。 

这种以传统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遍布石厦村的传播生态之中。攸县的出租车司

机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链式流动”——即“一个带一个”的血缘、地缘关系路径来

到石厦，逐渐使这个特定的社群日渐扩大；由此也决定了由初级群体（或称首属群体）构成

的熟人关系网遍布、渗透在他们流入地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从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使

用看，先进的通讯技术或用于共同抵御职业风险和建立民间信贷，从而形成一个“一呼百应”

的同乡联盟；或用于维系已有的、可信任的人际关系，很少用于拓展新的社会网络和新的社

会资源。我们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手机联系人主要是以攸县为范围

的亲戚、老乡；其次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工作关系的外省同行、管理人员、车辆维修人员和极

个别的乘客；除了每月上门收取租金的房东，他们几乎不与原住民来往。从他们的网络行为

看，他们的 QQ聊天功能虽然有陌生人介入，但大都保持着对生人世界的警觉，QQ语音聊天

几乎成了他们与远方的亲人、朋友沟通的免费长途电话。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中，居住格局（共

同租用一套房或同处一个楼道）和社交生活（就近串门聊天、打牌、打篮球等）决定了他们

人际关系的频度和亲密度。那是一种同乡加近邻之间的、混和了工作生活上的互助、经济借

贷和休闲娱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参见丁未、田阡，2009）。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司机的妻

子们在社区生活中，一边保持着攸县农村的人际交往习性，一边将 ICT 融入她们暂居的城市

生活。她们在牌桌上家长里短，交流各种信息，甚至在牌局的谈笑风生中替丈夫“移钱”（民

间借贷）；她们每周起码一次到公话超市给家里的孩子、老人打长途电话，表达对家人的思

念和牵挂；她们勤俭持家的许多小巧门中，也包括了用手机发短信或者以手机响多少次铃声

为“暗号”，掌握丈夫是否回家吃饭等信息。 

在石厦，大批攸县出租车司机和他们家人的到来，也引来了大量做小本生意的湖南人为

司机及其家属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攸县人是一个地域观念很强的群体。

石厦村之所以被称为“攸县村”，是因为石厦村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了一个攸县

人聚集的、带有深厚攸县生活气息的社区，这里不仅有着每天运送湖南当地蔬菜、腊肉的菜

场、有湖南人的“大碗菜”餐馆，也有湖南人开设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像翔龙通讯（2034）、

鹏程通讯兼公话超市（1051）等商铺则直接打出“攸县”两字，以吸引同乡顾客。在我们对

76 个石厦村信息服务业主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湖南籍的业主占 17.1%，他们以经营公话超市

（占 53.8%）和开手机店（占 38.5%）为主。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的同乡，这是一种

相对传统、封闭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调查发现，他们回答顾客中“大

部分”或“一半左右”是同乡的占 61.6%；其中“大部分”或“一半左右”是攸县出租车司

机的就占了 38.5%。在“总体上，感觉与顾客相处得如何”这一项，业主均表示“非常好”

（15.4%）和“比较好”（84.6%）。除了生意之外，这些湖南籍的店主与顾客互动也较多，当

问道“除生意之外，你与顾客聊天吗？”时，有 38.5%的人表示“经常聊”，另有 53.8%的业

主表示“偶尔会聊”。在石厦村的 ICT 服务业中，公话超市和手机店这类商铺数量多、业务

差别不大，处于同行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坚固的地缘性人际关系网无疑成了吸纳、维持固定

客户的一大法宝。 

但以地缘为核心的社会分界并不是绝对的，城中村内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长期的共同

生活也形成了街坊邻里之间的熟人社会，那种传播生态和场景有时是城市的生人社会所难得

一见的。例如家庭型小网吧环境条件差、安全隐患多是众所周知的现实，但这类网吧对生活

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却有着一般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意，

网友之间、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因此，与一般的正规网吧不同，家庭

型小网吧的网民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行为特征。例如，此类网吧常有结伴上网的现象，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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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磕瓜子边聊天、上网，两个男子头挨着头打游戏是小网吧的日常场景，我们甚至还遇见过

母女俩一起通过网络视频与远方亲人聊天的温馨场面。从某种角度看，小网吧的主要使用者

去网吧不仅仅是为了上网，网吧也是亲近的朋友（大多是同乡）、邻里之间一个重要的社交

场所，它与喜鹊网吧的顾客极少交流互动的现象大异其趣（据我们的调查，喜鹊网吧顾客表

示上网时“经常”与周围人聊天的只占 3.4%
①）。研究者可能更应该从家庭网吧中人际传播

“网上网下”的互动、以“首属群体网络”这类自然的人际交往关系而不是像普通网吧那种

互不相干的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的角度去看待这群特殊的消费者②。  

在石厦村，有些 ICT 服务店铺写有“诚信是金”、“诚信是福”等格言，这看似稀疏平

常的商界套话，在石厦村却别有意味。在许多业主看来，这里接待的不是乡里乡亲，就是街

坊邻居，所以“诚信”是一种尤为宝贵的职业道德。例如公话超市的业主告诉我们，计算机

计时收费一点都马虎不得，一旦出现做假，顾客之间很快就会传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

这是熟人社会给城中村商业带来的硬性制约，那么石厦村 ICT 行业的许多日常性细节，更

能令人感受到一个社区作为“共同体”(community)所具有的温暖，例如，公话超市和网吧

对熟人可以赊帐；个别手机店可以为熟客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服务；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维修

店因为师傅经常上门服务，邻里常常承担起看店或代收机器等事宜；那位刚从贵州来石厦村、

年仅 19 岁的女孩每周都二、三次跑到一个公话超市边打电话边落泪，引起了女店主的关注

和同情„„在这个草根社区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服务业中，弥漫着传统社区人与人之间的

亲近感和彼此的认同感，尽管地方主义区隔同样存在于流动人口之间。 

 

三、结语 

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用“数码鸿沟”(digital divide) 将一个社会使用 ICT 的机

会和能力区分为两个极端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

式，都无法准确概括出中国当下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邱林川，2006）深圳石厦村这个主

要由农村流动人口构成的城中村，虽然是一个小型的草根社区，但它的传播生态——包括丰

富的传播场域、众多的 ICT 服务点和建立在这些物理空间和媒介之上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网

络，无不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在传统文化、地缘关系网络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交互

作用下，正实践着极富本土特征的信息传播活动。 

但像石厦村这样由流动人口聚集的草根社区的传播生态，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个社

区在物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空间范畴。从结构上看，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只是中国网络社会

的其中一个节点，流动人口凭借 ICT 实践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经由

信息互动，结成了一张庞大的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的城市化、信息化过程的辐射力影

响深远。我们曾经走访了石厦村出租车司机的老家——攸县农村，也对其他流动人口的流出

地（如重庆地区石柱县辖区的村庄）进行过调研，发现今日的农村（包括贫困地区的村庄）

其 ICT 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学者对中、西部地区“贫乏的”想象。但流动人口和

农村居民对 ICT，尤其是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决非时尚潮流或新技术扩散的“涓滴效果”

(Trickle-down Effect)所能概括，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社会权力和社会

关系的原因。在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和行业组

织的情况下，占中国信息中下层之绝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几乎丧失了制度和基层管

理的依托，市场经济和陌生城市又令他们的生存陷入极不稳定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

                                                        
①

 本课题组曾于 2008 年 3 月对石厦村喜鹊网吧的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05 份。因篇幅所

限，本文没有涉及相关内容。 
②

 请参见 Jack LinChuan Qiu & Zhou LiuNing , 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 一文中对小网吧消费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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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唯一能依赖的，或者说唯一值得他们信任的只有建立在传统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网和彼此的认同感。我们的调查发现，像手机这样的新媒介技术，在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

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工具，他们的手机背后联结着一张

关系紧密的同乡网，正是依附于这张网，他们结伴入行、共同抵御职业风险、对抗企业压榨、

建立信贷关系„„通过乡村熟人社会的习俗和信任应对生存的不易和职业的风险；另一方

面，他们通过电话、QQ 等媒介，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里不仅是他们的根，也是他

们最终的人生归宿，他们绝大多数把自己视为异乡人生活在城市的生人社会，并源源不断将

信息、资金、物品、人生经验输送回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套用卡斯特网络社会的理论，像石厦村这样的网络节点，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

的逻辑下，将中国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地区在结构和功能上联结起来，一个地方节点的脉动

牵动了整个网络社会的各个系统结构和组织。流动人口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跨地区社会网

络，是他们 ICT 实践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信息社会的一幅真实图景。 

当今中国信息社会纷纭复杂的变迁过程汇集了大量的集体性实践。信息中下层的存在

和他们的行为模式、社会网络，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它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信息

化社会建设”的产物，甚至与我们所热衷的“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这类议题关系不大，

但它的存在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体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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